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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与政治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内容，财政体制为基础与支柱，政治体制是核心，财政体
制要充分发挥效力，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体 制 保 证。财 政 民 主 分 权 制 与 政 治 一 党 专 制 及 个 人 专 权 体 制 相
结合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但二者存在明显冲突：中央多集中财权而事权多分
于地方、派系政治使财政系统深受其害、政治 干 预 损 害 财 政 独 立 性 与 专 业 性 及 联 综 体 制 效 力，因 而 导 致 地
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治理失控，苛捐杂 税 盛 行，以 及 联 综 体 制 无 法 发 挥 效 力，军 务 费 支 出 浩 大，严 重
损害财政体制，出现劣质国家治理，最终危及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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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
与中央、地 方、企 业 和 民 众 的 切 身 利 益 密 切 相
关，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也是具有一定
独立性的国家经济力量，对国家治理极其重要。
学界研究民国财政制度成果很多，但多限于探讨
财政制度本身，而未从国家治理视角整体考察财
政体制与政治体制及国家治理间的关系。本文将
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财政体系
与政治体制的冲突，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希
冀有助于更准确认识国民政府财政体制的长处与
不足，总结 国 家 治 理 中 财 政 体 制 构 建 的 经 验 教
训，以期对今日财政体制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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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体系中财政体制与政治
体制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家治理①，通常是指在政治系统的特定范
围内行 使 权 威，对 政 务 或 公 共 事 务 做 出 有 效 安
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正义价值的目的，不
仅仅指政府管理，一国之内所有共同事务的管理
都可属于治理的范畴。［１］国家治理体系是指 规 范
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
序，包括 国 家 行 政 体 制、经 济 体 制 和 社 会 体
制。［２］当然，国家治理体系 并 不 能 任 意 选 择，而
是与一个国家历史演变有着深刻关联，存在明显
的路径依赖性。［３］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无
疑是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政治体制是国家治理
的核心，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分工结构是国家治理
所依赖的最基本结构，决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其他关 系。财 政 是 国 家 控 制 权 力 资 源 的 经 济 体
现，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１］其 功 能 与 定 位
一般都呼应着国家治理需求，财政体制最充分地
体现了权力资源配置的格局。奥康纳认为：“政
府支出的数额和构成，以及税负分配，并非由市
场规则决定，而是反映了不同阶级与群体之间的
社会与 经 济 冲 突，并 在 结 构 上 由 这 些 冲 突 决
定。”［４］２戈德斯 契 德 说 得 更 彻 底，每 个 社 会 与 经
济问题最终 都 是 财 政 问 题。［５］２８７一 定 财 政 利 益 格
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
相 联 系，财 政 体 制 成 为 “权 力 的 制 度 性 调
配”［６］９９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中，并通过
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反映了国家对中央与地方政
府、对不同阶层人群的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
的规定与认可，其变动也反映了它们地位与权责
等的相应变动。因此，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是国
家治理体系局部与微观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
能力的关键领域。
１９世纪德 国 经 济 学 家 瓦 格 纳 认 为，整 个 社
会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
构成，财政是连接三个子系统的关键环节。财政
发生危机时，就会波及社会各个子系统，从而酿
成社会的系统性危机，整个社会的危机就会通过
国家财政危机表现出来。［７］８－１１当代德国学者哈贝
马斯从合法性角度也提出了相同思想，［８］７如图１
所示：
经济系统
控制运作
政治行政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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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忠诚
图１　政治行政、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关系示意图
　　由上可以看出，政治行政系统通过财政税收
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财政渠道向社会体系提供
公共服务 （或社会福 利），以 此 获 取 社 会 体 系 的
“忠诚”，充足的财政税收绩效有助于加强民众对
政府的 支 持 与 信 任，整 个 系 统 就 会 正 常 有 效 运
转。如果政治系统筹措资金失败，整个系统就会
出现危机，直至崩溃。
我们需要将财政体制置于国家治理 体 系 中，
系统审 视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各 构 件 之 间 的 关 联。首
先，若要 实 现 国 家 善 治，必 需 相 匹 配 的 财 政 体
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公共财政体制，
英国谚语 “税收是代议制之母”即为证明。民主
国家首要是民众有效控制国家财政，进而掌控政
府权 力，从 而 保 证 民 主 制 度 有 效 运 转。英 国
１６８９年 《权 利 法 案》关 键 内 容 之 一 便 是 议 会 控
制征税权，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美国
“１７８７年 宪 法”规 定 国 会 代 表 人 民 控 制 “钱 袋
子”，以限制总统行政权力，实现民主 政 治。简
言之，控制政府权力的最好办法，就是控制住它
的 “钱袋子”。［９］１没 有 有 效 的 财 政 制 度 约 束，政
治权力就有机会为所欲为，置民众利益于不顾。
其次，财政体制要充分发挥效力，必须有政治制
度安排与保证。除自身因素外，财政体制绩效与
政治体制，即政府顶层制度安排密不可分。若政
府为独 裁 或 专 制，财 政 必 将 沦 为 统 治 人 民 的 工
具。作为国家治理的组合工具，相比政 治 安 排，
财政安排的重要性会随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动而变
动，财政体制会随之进行相应变革，以适应国家
治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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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治理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发展署 （ＵＮＤＰ）的界定：“治理是指一套价值、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在这套系统中，
一个社会通过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各个主体内部 的 互 动 来 管 理 其 经 济、政 治 和 社 会 事 务。它 是 一 个 社 会 通 过 其 自
身组织来制定和实施决策，以达成相互 理 解、取 得 共 识 和 采 取 行 动。……治 理 有 社 会、政 治 和 经 济 三 个 维 度，可 以 在 家 庭、村 庄、
城市、国家、地区和全球各个人类活动领域运行。”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　ｕｓ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ｗｗｗ．ｕｎｄｐ．ｏｒｇ．
二、国民政府前期财政体制与政治体
制的冲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上逐渐建立了国
民党一党专制与蒋介石个人专权体制，财政上则
构建了以国地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管理体制，以
及围绕财权的联综治理体制。由于各自不同的运
转机制 与 性 质，财 政 体 制 与 政 治 体 制 必 然 发 生
冲突。
（一）分 权 与 制 衡：国 民 政 府 前 期 的 财 政
体制
首先，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权限，确立
国地分税制。国家治理的线索之一就是中央与地
方关系，国地分税制确立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
与关系。１９２８年１１月，财政部颁布 《划分国家
收入地方 收 入 标 准 案》，［１０］１２９－１３１初 步 建 立 了 国 地
财政体系，开始理顺财政混乱现象，强化中央财
权。其后，国民政府数次调整国地财政体制，直
至１９３５年７月 新 的 《财 政 收 支 系 统 法》出 台，
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由于地方抵制
与抗战爆发，新方案并未施行。近代财政体制改
革的核心思想之一 是 “均 权”，限 制 中 央 政 府 财
权与事权，扩大地方财权与事权。纵观南京国民
政府前期财政体制改革，“均权”趋势明显，地
方政府财权逐步扩大，各级政府逐渐确定了相对
独立的财源，为执行各级政府职能提供了物质保
证。中央和地方将税源充足的税种作为共享税，
使各级政府利益得到统一和协调，中央与地方政
府利益渐趋一致，中央财政收入总额越多，地方
政府财 政 收 入 也 就 越 多。尽 管 收 支 划 分 不 够 完
善，但比中央集权型在统分兼职上明显进步，是
比较民主和先进的财政体制。［１１］
其次，为确保财政权力的运行与监督，国民
政府构建了四权分立联综体制。① 根据分权与制
衡原则，国民政府实行主计、审计、收支和出纳
保管四权分立：主计系统直属国民政府，负责各
年度总分预算编审、会计制度统一、任免机关会
计人员等，即超然主计制度；② 审计系统隶属监
察院，负责审计稽查收支命令及岁入岁出等；收
支系统隶属行政院，财政部主管财政大权，负责
全国财政事务；出纳保管系统由代理公库的中央
银行经理，为独立的国库制度。联综体制制度充
分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精神，既保持各政府部门
事务独立性，又保持一定的分工协作功效，使财
务行政 各 种 事 权 彼 此 平 行 独 立，相 互 配 合 与 监
督，由此构成财政治理的统一体。［１２］
不管是 国 地 分 税 制，还 是 四 权 分 立 联 综 体
制，都体现出国民政府财政治理的民主性。晚清
以来，宪政与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发展，分税制与
宪政制度的关联日益受到重视，以孙中山为首的
革命党人普遍反对专制集权，主张地方自治与分
税制。孙中山１９２１年就职非常大总统时 就 批 评
了集 权 专 制，认 为 它 是 自 满 清 政 府 以 来 的 “秕
政”，各省人民自治才是解决中央与地方持久纠
纷的唯一方式：各省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
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再分权于各县。［１３］５３１至于财
政制度，则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重。宋子文
在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就特别强调，这是孙
中山亲 手 制 定 的 政 纲，国 民 党 奉 为 圭 臬，所 谓
“统一财政”只是 “统一中央之财政”，并非要将
地方财政收归中央。［１４］３５至于四权分立联综体制，
既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权与制衡思想，又
确保财权适当集中，提高管理效能，即使今日看
来，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管理体制。但是，财政
治理毕竟只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虽然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但要从属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尤其
是受政治体制制约，其鲜明的民主性与政治专制
制度必然存在一定冲突，必然要进行一定调整，
产生制度变异。
（二）一党专制与个人专权
根据孙中山设想，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以
党治国：国民党在军政时期用武力统一国家，奠
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代替人民行使国家管
理权力，逐 步 过 渡 到 宪 政 时 期，组 织 宪 法 委 员
会，创制宪 法，实 现 民 主 政 治。［１３］９７国 民 党 遵 循
孙中 山 的 政 治 设 想 及 五 权 分 立 学 说 （立 法、行
政、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构建了以行政院、
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的五院制
国民政府。各权彼此独立，互相平衡与制约，以
防止个人独裁，从而实现资产阶级宪政治理。但
是，五院制并未实现宪政治理，而是个人专权与
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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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严格而言，主计与审计制度并不属于财政体制，而属财政治理范畴，为论述方便而并入。
所谓超然主计，即主计机关组织超然、主计人员地位超然、主计人员职务超然。
“国民政府组织法”几度修改，主要 是 确 保
权力最后集中于蒋介石。时人曾评论：中国人在
政治上总是因人设制，绝不肯因制求人，制度最
终只是幌子而已。［１５］国民党一党专政事实上已演
变为个人专权与独裁，国民政府党政体制运作均
以蒋介石为轴心。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地位举足
轻重，从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就是如此，［１６］世界
也公认蒋介石为领袖。［１７］费正清特别指出，不要
被表面现象迷惑，不管蒋介石在党、政、军正式
地位如何，他都拥有最高权力，而且行使权力时
“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统”。［１８］１５４因此，国民政
府政治体制是个人专权独裁体制，这是国民政府
顶层制度安排的突出特点。
（三）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之冲突
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虽同属国家治理体系的
内容，但财政体制遵循民主与分权原则，政治体
制是一 党 专 制 与 个 人 专 权，二 者 之 间 必 然 存 在
冲突。
１．由于缺 乏 有 效 制 约，中 央 多 集 中 财 权，
事权多分于地方
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力量，财政体制必然要
随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国地分税制被认为是兴民
权、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手段，孙中山最初设想
在宪政时期施行分权制，“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
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也不偏于地方分权，
凡事务有全国普遍性质的就划归中央，“有因地
制宜之性质者”就划归地方。［１３］１２６然而，训政时
期政治体制是一党专制与个人专权，国地财权与
事权划分由中央决定，由中央颁订施行。晚清及
北洋时期，中央权威势微，财权旁落。国民政府
实施分税制，虽是对地方妥协与让步，但更是加
强中央 财 权 的 重 要 手 段。１９２８年，财 政 部 长 宋
子文一上任就提出要将各项国税一律收归中央，
加强中央财 权。１９２８年 国 地 税 划 分 案 将 主 要 税
源收归中央，并明令禁止附加税和重征国家税，
同时以补助金调剂地方利益，减少地方抵制，强
化中央财权。［１１］经过多次努力，南京中央政府不
管是财政收入绝对值，还是汲取能力相对值，均
取得明显进步。［１９］
虽然地方收入会随中央收入增加而增加，县
级财权与收入也有所增加，但地方承担事务迅速
增多。根据１９２７年国地支出划 分 项 目 规 定，中
央支出项目１９项，地方支出项目为地方党务费、
地方立法费及自治职员费、地方政府及所属机关
费、省防费、公安费及警察费、地方司法费、地
方教育费、地方财务费、地方农工费、公有事业
费、地方工程费、地方卫生费、地方救恤费和地
方债款费，共计１４项。［２０］１：１９－２４、２９－３２这是政府明文
规定，地方实际承担的事务比明文规定的更多，
毕竟多 数 事 务 最 终 都 由 地 方 执 行 落 实。总 体 而
言，分税制主要是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具体
事务由地方承担执行，分税制负面影响主要由地
方承担，尤其是县级政府。省级政府控制地方主
要财权，县 级 政 府 事 权 与 财 权 不 匹 配，事 多 财
匮，尤其是１９３１年裁撤厘金后，中央补助杯水
车薪，地方财政陷于困顿。
２．派系 政 治 盛 行，内 部 权 力 倾 轧，财 政 系
统亦深受其害
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团结的、有严格组织
纪律的政党。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前，成员复杂，
官僚、军阀与政客充斥其中。改组后，原已成堆
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继续存在，国民党左派与
右 派 因 意 识 形 态 分 歧，使 派 系 活 动 更 加 复
杂。［１８］８２蒋介石 掌 握 领 导 权 后，先 后 把 共 产 党 员
和国民党左派清洗出国民党，越来越依赖旧式官
僚和军队。随着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成功在望，
以前各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设法谋求有利
可图的新职，而蒋介石也欢迎他们加入，以建立
一个全国性特征的政府。［１８］１４０－１４２ “易帜”后表示
忠于新政权的军阀不仅被接纳入党，还被举荐到
党和政府中做官，官位大小与其拥有军队的规模
成正比。［２１］４３国民 党 内 部 存 在 不 同 政 治 派 系 和 军
事 势 力，大 体 可 分 为 政 治 派 系 和 地 方 实 力
派，［２２］１－２如 蒋 介 石 为 首 的 主 流 派 系，西 山 会 议
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粤系、桂系等诸多派
系，派系内部又分更小派系，如主流派系内有黄
埔系、军统系、新政学系等。由于国民党一党专
政，主流派为了推行某种政策，既要考虑民众压
力，又要平衡各派系利益，就会因派系设岗位与
分职 位，党 的 派 系 自 然 投 射 到 政 府 组 织，如
１９２８年五 院 政 府 就 是 由 蒋 系、冯 系、粤 系、政
学系、西山系、再造系与超然派系组合而成的大
拼盘。［２３］１６４
派系政治造成政府机构职权交错重叠，机构
与职位泛滥，从而陷入系统繁杂、机构重叠、权
责不明的制度陷阱，财政系统自不例外。虽为四
权分立，但主管或涉及财政事务的机构不少。如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新设全国财政委员会，负责预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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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财政审核与内战拨款等，其职能与 财 政 部、
监察部及主计处明显重合；为了管理公债，中央
又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财政部内派系斗
争比较 普 遍，１９３１年 底，因 孙 科 与 蒋 介 石 争 夺
权力，宋子文随蒋辞职时从财政部带走自己的全
部文 件 与 档 案，［２４］７５ 对 财 政 部 损 害 很 大。１９３３
年，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此后十多年财政部由
其掌 控，期 间 大 肆 任 用 亲 信，排 斥 异 己，１９４５
年２月高秉坊贪污案就暴露了财政部内部及其与
其他部门间的派系权争。［２５］派系政治严重损害了
财政系统的运转绩效。
３．政治 干 预 损 害 了 财 政 独 立 性 与 专 业 性，
联综体制无法有效制衡
国民政府虽模仿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并结合
实际情况创设了民主财政体制，但并未建立政治
民主制度予以保障，无法保证财权制衡体制发挥
效力。１９２８—１９３３年 宋 子 文 任 职 期 间，财 政 部
施政保持了一定独立性，譬如整理内债等问题，
但正常权限常受蒋介石干预，如裁减军事费用、
集 中 预 算 管 理、严 格 财 政 约 束 和 压 缩 开 支
等，［２４］６７收效甚 微，财 政 制 度 安 排 部 分 失 效，财
政部始终无法有效控制军费支出。宋子文坚持严
格财政约束，蒋介石因实际军费需求经常打破财
政约束，二人因财政问题多次产生分歧，矛盾很
大。［２４］８５－１０１据 胡 汉 民 说，宋 子 文 对 此 满 腹 怨 言，
私下 抱 怨 当 财 政 部 长 和 做 蒋 介 石 的 狗 差 不
多，［２６］１９最终还 是 被 迫 辞 职。继 任 的 孔 祥 熙 任 职
长达１２年，深 受 蒋 介 石 信 任，主 要 原 因 有 三：
一是善于理财，二是对蒋绝对忠诚，一切唯蒋是
从，三是丝毫不顾财务制度与财务底线，蒋要钱
便给钱。［２７］由于政治上个人专权，财政事务频繁
受政治干预，联综体制根本无法发挥制衡作用。
三、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冲突对国家
治理的影响
因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作用，财政体制和政
治体制 冲 突，财 政 必 然 会 被 动 地 随 之 调 整 与 变
化，最终损及财政体制的效能，从而降低国家治
理能力。
（一）财力多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权 与 事 权
不匹配，降低了国家治理绩效
如前所言，分税制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自
是没有问题，但也应适当保证地方收入，尤其是
县级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将县级财政收入项目交
由省级政府决定，省级政府自然控制了所有划归
地方的税源，“鲜有将某项税一部分给与县者”，
动辄就 令 就 地 筹 款，县 财 政 自 然 无 以 自 立。但
是，县级政府事务多，省或中央事务最后均 “堆
积于县”，而县级政府经费短绌，地方事业自然
无法进 展。［２８］３１９３５年，国 民 政 府 重 订 “国 地 收
支划分案”，将部分国税改为国地共享税，县级
财政有所好转，但省级政府收入随之减少，出现
财政困难，而且 “省县几完全相同，范围既不确
定，施行自多 困 难”。［２９］１８５－１８６地 方 因 财 政 缺 口 太
大，补助金与新增共享税不足以弥补开支，结果还
是负债运行，于是抵制新划分案。这与财权与财
力集中于中央、而中央财力主要用于军事开支有
直接关系。更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专制体制与财政
民主体制不匹配，财权与事权项目划分是中央直
接决定，而非中央与地方和平谈判、民主协商、双
方妥协而成，中央政府“攫取之手”占据主导，只重
视收入增加，而不重视税基与税源建设。
（二）国地税划分最初未全面考虑国家治理
需要，损害财政体制绩效
田赋一直是传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最 大 宗，
晚清时渐被地方截留。根据西方财政学效率与便
捷原则，田赋归属地方为最优选择。然而，中国
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农业、手工业等传统经济
成分仍占主导地位，新型工商业经济有待发展，
因此财 政 收 入 仍 将 对 传 统 税 种 有 很 大 依 赖。但
是，国地税 划 分 未 全 面 考 虑 国 情 及 国 家 治 理 需
要，当然也可能因为南京政府无力控制广大内地
地区，于是乐得作个顺水人情，干脆将田赋划归
地方，听凭地方政府处理，也避免为乡村问题所
困扰。［３０］４８４中央以工商业税为主要税源，导致中
央政府对地方治理的失控。
中央与地方政治分工是国家治理所依赖的最
基本结构，决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其他关系。
国民政府政治上是一党专制与个人专权制，地方
官员自上而下地任命产生，其升迁去职由上级决
定。但是，国家治理中的财政体制是分权制，地
方政府被中央政府授权负责本辖区的征税与公共
品供给等，在公共事务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政
府权力所受约束越少，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就越
大，这些垄断性权力变成 “合法伤害权”，它就
有可能从 “援 助 之 手”转 变 为 “攫 取 之 手”。［３１］
在地方事务繁多、财力没有保障、权力没有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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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各 地 各 自 为 政，巧 立 名 目，增 加 收
入，苛捐杂税纷至沓来，泛滥成灾，而对公共品
供给没有多 少 作 为。１９３３年 各 省 （市）上 报 给
财政部的杂税杂捐征收统计情况，浙江最多，有
２５２项，较多者如江苏、江西和湖北等省，苛杂
项分别为１４３、１３７和１１０项。其余各省市，少者
也有十多 项，一 般 省 份 都 有 数 十 项。［３２］２５４－２６２其 中
绝大多数是各省向财政部报送的材料，实际情况
更为 严 重。据 调 查 统 计，截 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
日，国 民 政 府 过 去 三 个 月 在 各 省 废 除 苛 杂 已 有
１０００多种，税额约近１０００万元（其中广东几乎占
半数）。［３３］２５４这只是小部分苛捐杂税，例如江苏废
除１３０种苛杂后，财政厅派员密查，据报各县苛捐
杂税至少还有２００多种。［３４］８０截至抗战前夕，废除
部分苛捐杂税省份有江苏、浙江、安徽等２３省市，
总计７０００余种、６０００余万元。［３５］１３：１５１由此可见苛
杂实际情况与财政部所掌握相差之大，税捐重，
积弊深，因而有 “民国万税”之说，商民深受其
苦，国计民生大受影响。中央政府废除苛杂正面
意义无疑很大，减轻了民众经济负担，有助于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与改善地方治理。但是，政府形
象与声誉早已受损，国家治理面临严重危机，国
家合法性受到严重侵蚀。
（三）联综体制无法发挥效力，导致 劣 质 国
家治理
由于政治体制上一党专制与个人专权，四权
分立联综体制无法充分发挥效力。蒋介石优先军
事开支，将有限资源投入战争。宋子文曾短暂制
止其 “任性”作为，但宋去职后无人能制约，非
生产性的军务费因而居高不下。
表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度南京国民政府军务费支出表
年度
实支总额
（百万元）
军务费
数额
（百万元）
占岁出实
支百分数
年度
实支总额
（百万元）
军务费
数额
（百万元）
占岁出实
支百分数
１９２８　 ４１２．６　 ２０９．５　 ５０．８％ １９３３　 ７６９．１　 ３７２．９　 ４８．５％
１９２９　 ５３９．０　 ２４５．４　 ４５．５％ １９３４　 １２０３．６　 ３８６．６　 ３２．２％
１９３０　 ７１４．４　 ３１１．６　 ４３．６％ １９３５　 １３３６．９　 ３６２．０　 ２７．１％
１９３１　 ６８３．０　 ３０３．８　 ４４．５％ １９３６　 １８９４．０　 ５５５．２　 ２９．３％
１９３２　 ６４４．８　 ３２０．７　 ４９．７％ 平均 ９１０．８　 ３４０．９　 ３７．４％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０页。
　　上 表 可 以 看 出，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 政 府 财 政 开
支 款 项 中，军 务 费 约 占 财 政 支 出 的 ３７．４％，
１９２８年年底东北 “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
了全国。但 是，军 务 费 比 重 并 未 下 降，１９３２年
最高，达４９．７％；１９３３年 居 其 次，军 务 费 为
４８．５％。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 财 政 部 公 布 的 军 务 费 比
重有所下降，分别为３２．２％、２７．１％、２９．３％。
实际所占比例会更高，因为部分军务费隐藏到其
他支出项目：原属军务费的军事教育费移列教育
文化费用，以一般教育文化费用面目出现；国防
建设费 列 入 建 设 费 用，以 生 产 建 设 费 用 名 目 出
现。［３６］７０从军务 费 绝 对 额 看，军 费 大 体 是 持 续 增
加。军务费占比高，意味着其他开支份额低，建
设费占比最 低 时 仅１．３％，最 高 仅３．８％，平 均
２．３％。［２１］２６８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 国 民 政 府 真 正 的 建 设
性支出占比从未超过４％，实业、交通、建设及
教育 文 化 事 业 等 平 均 每 项 不 及１％。［３６］７６公 共 事
务开支低，导致劣质国家治理，自然无法获得社
会大众的忠诚，最终危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
治统治。
四、结论
南京国民 政 府 前 期 建 立 了 国 地 分 税 制 和 主
计、审计、收支和出纳四权分立联综体制，从而
建立了一套先进的财政治理体制。由于晚清以来
宪政与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以及反封建集权制
的需要，政治领袖与民众都接受了较为民主、先
进的国地分税制与四权分立的联综体制。然而，
国民党根据孙中山设想构建的五院制政府，实际
上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与蒋介石个人专权的政治体
制。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及个人专权相结合构成
了国民政府前期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二者显
然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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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治理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冲突，国民
政府前期中央集财权与地方分事权同向进行，财
权与财力逐渐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
不匹配。国地税划分最初未全面考虑国家治理需
要，将田赋及部分附加增收权赋予地方，导致地
方治理失控。由于地方与中央利益不一致，地方
政府行为完全偏离中央政府的规定。为了保持政
权基本运转，地方政府以牺牲国家总体治理绩效
为代价，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苛 捐 杂 税 泛 滥，
给国家 治 理 带 来 高 风 险：中 央 政 府 声 誉 严 重 受
损，政权合法性受到严重侵蚀。再者，由于国民
政府派系政治盛行，机构重叠，财政系统内部权
力倾轧，而且国民政府权力顶层制度设计为个人
专权，大权最后集中于蒋介石个人，制度设计杜
绝了财政部门负责人按专业性要求相对独立施政
的可能，四权分立联综的财政治理体制无法发挥
效力，导致财政支出不当与结构失衡，军务开支
等非生产性开支过大，经济建设等生产性开支太
小，进而出现劣质的国家治理，国民政府成为一
个典型的失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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